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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工具选择的适配均衡与协同治理
———基于社会组织政策文本的研究

王炎龙，刘叶子

摘 要: 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兴衰与外部政策环境密切相关，社会组织政策文本作为“前台内容”呈

现政策主体的行动逻辑、手段和目标。在公共政策文本研究中，政策工具选择是主要研究视角，行为主体依

据政策目标选择政策工具。对社会组织政策文本进行内容和社会网络量化分析，可以发现政策工具以强制性

为主，激励性为辅; 政策目标强调管理监督和培育发展并重; 政策网络兼具主体多元与合作治理特征。进一

步通过交叉分析，可以发现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政策主体之间存在适配性和协同度的问题。因此，从政策

工具选择视域出发，社会组织政策可从适配均衡和协同治理两方面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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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与文献回顾

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与实践者，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据民政部社会

组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 10 月 22 日，全国登记社会组织已超过 84. 1 万个，其中民政部登

记社会组织共 2301 个。社会组织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法规制度建设滞后、管理体制不健全、
支持引导力度不够、社会组织自身建设不足等问题，① 而外部政策环境是社会组织良性和有序发展的

保障。纵观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史，其发展兴衰与外部政策环境密切相关。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

社会组织政策相继经历了党政社一体化同构背景下的总体性控制、“双重管理”体制逐步确立，以及

治理背景下管理和服务并重三个阶段。② 与此对应，社会组织也由无序管理和多级管理进入培育发展

与监督管理并重的新时期。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是主体、客体、工具、目标等多种因素相互关联而

产生的系统，但其内在生成机制是一个 “黑箱”，政策文本是公共政策系统的输出信息，作为 “前台

内容”呈现政策行动者的行动逻辑、手段和目标。对社会组织政策文本进行研究，有利于从政策设

计层面优化社会组织的运作机制，发挥社会组织在建设创新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因此本文首先对

现有政策文本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在此基础上确定政策工具、政策目标和政策主体三维分析框架，再

对社会组织政策系统的输出信息进行分析，探索政策系统的内部结构、要素及机制等运行规律。
( 一) 政策工具选择: 政策文本研究的主要视角

在公共政策研究中，政府所选择和执行的政策工具的性质是研究重点。③ 政策工具是人们为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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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问题这一政策目标而采用的具体手段和方式，① 其核心是采取集体行动解决公共问题。② 政策工

具作为目标与结果之间的桥梁，其正确选择和科学设计是实现政策目标的基本保障，选用何种政策工

具对政府能否达成既定政策目标具有决定影响。强制性为政策工具的主要分类标准，所谓强制性，是

指对目标群体的约束程度，如管制、协议、信息等。拉尔与林德布洛姆最早依据强制性对政策工具进

行分类，他们提出的五个政策工具连续体中涉及强制性的有两个; ③ 艾兹奥尼根据政府权力的运用方

式对政策工具进行分类，将强制性权力对应强制性政策工具、奖励和惩罚的权力对应利益性工具、规

范权力对应象征性工具，瓦当等在此基础上按照强制的程度或政策主体运用权力的程度，又将政策工

具分为管制 ( 大棒) 、经济工具 ( 胡萝卜) 、信息 ( 劝诫) ; ④ 多尔恩与斐德依据政策工具的合法强制

的程度，将其分为私人行为、劝诫、支出、规制与公共所有权; ⑤ 豪利特与拉米什依据政府在物品与

服务的提供中的直接参与程度，建构出实质性政策工具的连续体。⑥ 本文依据权力的强制性程度将社

会组织的政策工具划分为强制性工具、激励性工具、社会性工具、自愿性工具四类。
( 二) 影响政策工具选择的多重因素

选择何种政策工具，首先与政策行动主体的角色相关，主体所追求的利益和思想对其行动具备影

响。詹金斯将公共政策定义为由政治行动主体或行动主体团体在特定的情境中制定的一组相关联的决

策，包括目标选择、实现目标的手段，这些政策原则上是行动主体力所能及的。其次公共政策制定是

一种“目标导向”行为，目标为公共政策的评估提供了一个标准，公共政策是政府所做的、阐述了

某个目标和陈述了实现目标的手段的决定。⑦ 拉斯韦尔指出，政策科学不应该披上 “科学的客观性”
外衣，而应该认识到在政府行为的研究中，不可能将目标与手段或者价值与技术分离开来。从理性主

义视角来看，政策工具的选择过程是目标－手段的理性过程，同时政策工具只有在政策工具特征为一

方，以政策环境、目标和目标受众为另一方，二者之间相匹配时，才被视为有效的政策工具。⑧ 因此

在政策文本的研究中，应该引入政策主体、政策目标、政策客体、政策工具等多维度的政策文本分析

框架。国内已有学者从政策目标、政策力度、政策工具入手搭建中国创新政策三维分析框架; ⑨ 从政

策主体、政策客体、政策工具的三重维度对冰雪运动政策进行分析等。瑏瑠 由于政策客体在社会组织政

策中具备确定性，即社会组织，本文主要采用政策工具、政策主体、政策目标的三维框架来分析社会

组织政策文本。
( 三) 基于社会组织政策文本的相关研究

国内部分学者已对中国社会组织政策文本进行了相关研究，其主要特点是对经验文本的阐释与归

纳，以定性研究为主，大多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探讨中国社会组织政策的历史变迁与制度逻辑，认

为社会组织政策总是回应特定阶段国家治理中的重大问题，其变迁始终与社会环境提出的要求相关; 瑏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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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特定社会背景下社会组织政策工具选择的研究，如在 “放管服”的改革背景下提出放松管制工

具、监督管理工具、培育发展工具三类政策工具; ① 三是探索社会组织的政策工具分类，如提出组织

合法性、空间扩展类、资源和便利类、内部治理和内部建设类、其他这五类政策工具。② 从总体来

看，现有中国社会组织政策文本研究的不足体现在缺乏根植于文本内容的量化研究，社会组织政策工

具的分类依据有待达成统一。
基于上述研究和问题考量，本文采用政策工具、政策主体、政策目标 ( 以下简称 “工具、主体、

目标”) 三维分析框架，以 1949—2019 年社会组织政策文本作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内容分析和社

会网络分析的研究方法，具体考察以下问题: 一是社会组织政策文本中的工具、目标、主体维度的总

体性特征; 二是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选择的交叉关系; 三是政策主体和政策工具的交叉关系。

二、研究设计与分析方法

(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用的社会组织政策文本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网站中 “政策法规

查询”数据库，该平台由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主办，旨在通过互联网宣传社会组织领域有关法律

法规政策，是目前社会组织领域最大的多功能网络综合服务平台; 另外选用王世强编著的 《社会组

织法律法规与政策》附录中的政策文本进行补充。样本选择基于以下原则: 一是保证政策文本内容

与社会组织领域密切相关，将社会组织仅作为边缘元素出现的政策文本剔除; 二是采用现行有效的社

会组织政策，不包含已失效的社会组织政策; 三是采用文本不包括社会组织领域的法律: 《中华人民

共和国慈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

法》。最终，本研究确定了 264 个政策文本。
( 二) 分析框架

1． 政策工具。依据工具实际行使的主体和权力的强制程度，划分为强制性工具、激励性工具、
社会性工具、自愿性工具。强制性工具采用强制性的命令和指示，伴随着处罚机制，强调政府对社会

组织的直接监管，包括登记类、管理类、监督类。激励性工具是政府间接利用资金、信息、资源为社

会组织提供激励与支持，包括财政类、信息类、资源类。社会性工具是吸纳社会力量直接参与社会组

织建设，对社会组织进行第三方监督和评估，包括社会监督和社会评估。自愿性工具是依靠社会组织

内部力量促进社会组织与社会整体发展，其自发性较强，包括自身能力建设、内部治理、社会治理三

类工具。
2． 政策目标。目标是政策的基本条件，也是政策执行的前提。具体的目标是政策评估的基础，

也是执行者可遵循的明确指令。目标和工具之间存在多对多的关系，一种工具可能实现多重政策

目标，单一目标也需要多种工具。通过社会组织政策的经验研究，将目标归纳为加强社会组织的

监督管理 ( 强化监管目标) 、扶持和鼓励社会组织发展 ( 培育发展目标) 、促进政府职能转变 ( 简

政放权目标) 、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 完善服务目标) 、创新社会治理体系 ( 社会治理目标) 这五种

目标。
3． 政策主体。政策主体是发布社会组织政策的主体，即政策由谁发布，体现在政策文本的结尾

部分。厘清政策主体对了解社会组织政策的特征和内容有重要意义。
( 三) 研究方法

1． 内容分析。主要对社会组织政策文本的内容进行量化分析，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起源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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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传播领域新闻文本的研究，强调对文本内容的构建类目和量化编码。本文通过对社会组织政策

文本的编码和统计分析来进行定量的描述和概括，并依据上述三维分析框架，构建政策工具、政

策主体、政策目标三种类目。通过初步编码培训，内容编码工作由两位同学合作完成，三个维度

的信度都在 80%～ 85%之间，研究结论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同时对两者之间相异的部分进行了二次

编码。
2． 社会网络分析。社会网络分析作为一种研究网络结构的方法，应用于本文中主要是为探究政

策主体间的网络关系。行动者和关系是社会网络分析中的两大元素，行动者是指以民政部为代表的发

布主体，关系是指同一政策的发布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在形成的社会网络关系矩阵中，数字代表政

府部门协同发布社会组织领域政策的次数。最终，本文将关系矩阵导入 “UCINET”软件中进行数据

分析，通过密度、中心性、凝聚子群等指标分析政策主体网络的结构特征。

三、中国社会组织政策的结构与关系

根据上述研究设计，本文对中国社会组织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主要是从单一维度的政策特征

和交叉分析两个层面入手。通过对社会组织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发现在这些政策中共运用 857 项政

策工具，共涉及 87 个主体，其中明确目标的政策有 212 项。由于样本量的限制，无法对主体和目标

进行历时性的演变特征考察。
( 一) 单一维度的社会组织政策结构特征

1． 政策工具演变: 强制性为主，激励性为辅。1949 年 9 月 29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举行第

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指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具有思

想、言论、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定了我

国社会组织的合法性。195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 “结社自由”作为公民基本权利。在新中

国成立的初级阶段，针对社会组织的政策工具以清理整顿等强制性管理工具为主，主要目的是维护社

会稳定，这些政策条例现已失效。现行有效的最早政策是 1984 年颁布的 《关于严格控制成立全国性

组织的通知》。以六年为时间单位，本文将 1984—1994 年的社会组织政策划分为六个阶段，从历时性

的维度把握工具的演变路径。从总体的数量来看，2014—2019 年的社会组织政策工具呈现井喷式增

长，从前一个时间单位的 176 项增长至 527 项。具体的工具变迁如图 1 所示，各类工具呈现增长的态

势，工具类型一直以强制性为主、激励性为辅，这也从侧面表明政策工具的选择遵循路径依赖的原

则，受到先前政策选择的限制。在强制性工具中，管理类工具是政府直接监管社会组织的主要手段;

在激励性工具方面，1984—1995 年间未使用激励性工具，整体上激励性工具从以财政类工具为主向

信息类工具转变，财政类、信息类、资源类工具的运用趋向平衡和多元; 在社会型工具中，社会评估

工具的运用多于社会监督，但是总体上社会型工具明显不足; 政策越来越重视对自愿性工具的运用，

强调激发社会组织领域行业自治，使用数量在 2014—2019 年上升至 87 次，但是社会组织作为创新社

会治理的重要主体，缺乏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政策工具。

图 1 政策工具的历时性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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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策目标特征: 监督管理和培育发展并重。政策目标是运用政策工具的最终指向，即政策工

具的使用是为达成某种政策目标。目标通常在政策的首段部分明确指出，但是有 52 项政策 ( 19. 7%)

未明确目标。从总体特征来看，主要集中在强化管理 ( 120 次) 和培育发展 ( 106 次) ，而简政放权

( 25 次) 、明确完善服务 ( 17) 和社会治理 ( 13 次) 目标的政策较少。从协同性来看，指向单一目标

的社会组织政策有 147 项，指向多元目标 ( 两类目标以上) 的社会组织政策有 65 项 ( 24. 6%) ，强

化管理目标和培育发展目标 ( 43 次) 经常同时出现在一项社会组织政策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

我国社会组织的工作方针，从 2002 年至今，中央对社会组织实行“培育发展与监管并重”的工作方

针。在此之前，在社会问题和社会环境的作用下，整理整顿和归口管理是社会组织政策的具体目标。
2006 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 “坚持培育发展和管理监督并重，完善培育扶持和依法管理社

会组织的政策”，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社会利益关系的日益复杂，社会组织成为各种

社会问题解决的重要力量，在政府和个人之间发挥 “媒介”的中间作用，有效弥补政府和市场的失

灵情况。从 2011—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已连续九年将社会组织写入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部

分，社会治理目标开始出现在社会组织政策中。目标具备连续性，受制于其他政策，其生产逻辑是自

上而下的，是对上层法律法规和政策的一种回应与延续。

图 2 政策主体的社会网络结构图

3． 政策主体网络: 兼具主体多元与合作治理。社会组织政策主体多元，共涉及 87 个政府部门。
民政部参与 171 项政策的颁布，财政部参与 60 项，国家税务总局参与 22 项，国务院办公厅、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各参与 16 项，从政策发布的数量来看，这些政府部门位于政

策发布的中心位置。通过 Ucinet 软件对政策主体构成的社会网络进行分析，得到图 2 如上。社会网络

的密度为 0. 0452，相对来说是比较松散的政策网络。代表政策主体的图形越大，就说明这一主体越

注重与其他政府部门的协作。如图 2 所示，民政部、国家发改委、组织部、财政部、教育部、国家禁

毒委员会办公室在政策发布过程比较重视与其他政府部门的协同合作，其中国家发改委与 48 个政府

部门、民政部与 46 个政府部门、组织部与 21 个政府部门、财政部与 18 个政府部门、国家禁毒委员

会办公室与 11 个政府部门存在政策制定的合作关系。综上，无论是从政策发布的总次数，还是主体

的合作程度，民政部作为社会组织领域的主管部门都居于政策网络的绝对中心位置，国家发改委属于

次中心的位置，而点度中心性指标还显示，精神文明工作指导委员会、新社会组织深入学习实践科学

发展观活动指导小组、全国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小组、中央国家机关委、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

951



四川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总第 234 期

脱钩联合工作组办公室位于政策网络的边缘位置，在网络中表现为孤立的点，未与其他任何政府部门

展开合作。从 K－核的凝聚子群指标来看，将主体的协作度分为 5 个层级，分别代表主体与 1 个、2
个、3 个、4 个、5 个以上其他主体进行合作。处于第 5 级的主体有 15 个 ( 17. 2%) ，第 4 级 5 个

( 6%) ，第 3 级 7 个 ( 8%) 、第 2 级 18 个 ( 21%) 、第 1 级 37 个 ( 42. 5%) 。一半以上的主体仅与一

个或两个主体展开政策发布上的合作，这也从侧面说明虽然政策主体较为多元，但是主体之间的整体

协作度并不是很高。
( 二) 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的适配性

图 3 政策工具 ( X) －目标 ( Y) 维度分布情况

将政策工具作为 X 轴，政策

目标作为 Y 轴，可以发现和认知

工具与目标之间的交叉关系。通

过在 SPSS 软件中进行交叉表分

析，得到图 3 如右。所谓适配性，

是指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之间的

匹配程度，这种匹配性体现在结

构和功能两大层面，匹配程度高

的政策可发挥政策工具的最大效

用，进而实现政策目标。而匹配

度较低的政策，不仅无法完成相对应的目标，甚至可能引发工具结构紊乱的负面风险。
从结构层面来看，政策工具在政策目标下的数量分布不太均衡。培育发展目标下运用的政策工具

最多，为 441 次 ( 占比 43. 1%) ，其次是强化监管目标下运用政策工具 323 次 ( 占比 31. 6%) 、简政

放权目标下运用工具 104 次 ( 10. 2%) 、完善服务目标下运用工具 86 次 ( 8. 4%) ，最后是社会治理目

标 69 次 ( 6. 7%) 。这说明社会组织坚持强化监管和培育发展的工作方针，但是其他目标下的政策工

具分布明显不足。这也与社会组织发展的社会背景相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组织的发展不够完

善，社会乱象多发，需要强化监督和管理。而后社会组织的发展相对规范，国家开始加大扶持力度以

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随着“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作为提高政府现代治理能力的关键

举措，党的十八大之后，“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目标确立，社会组

织的改革也成为实现政府转变职能，实现简政放权目标的有效途径。因此政策目标之间存在时间上的

差异化，数量分布的不均衡也存在一定的合理性。
从功能层面来看，如图 3 所示，除完善服务目标之外，强制性工具在其他三项目标中是使用最多

的工具，尤其是在强化监管目标中 ( 210 次 /65. 0%) 。这体现了强制性工具在实现对社会组织的监督

和管理方面的作用，但应该警惕强制性工具在各类目标之中的过溢风险。就激励性工具而言，财政、
信息、资源方面的措施在培育发展社会组织中应占据较为核心的位置，但是这一工具在培育发展目标

下的比例并不高 ( 126 次 /28. 6%) ，激励性工具在社会治理 ( 26 次 /37. 7%) 和完善服务 ( 33 次 /
38. 3%) 目标中使用较多。基于此，在培育发展政策上应加强激励性工具的运用。除强化监管的目标

之外，在“放管服”改革的背景之下，其他四项目标中工具的强制程度应该较低。从总体来看，应

该提高社会性和自愿性工具的使用比例，尤其是在社会治理和简政放权目标中，以此来激活社会组织

发展的活力。
( 三) 政策主体与政策工具的协同度

在上述政策主体单一维度的分析中，多元主体形成了合作网络，但是从网络密度、凝聚子群、中

心性指标来看，社会网络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主体之间的整体协同度并不高。协同度指的是

政策主体协调不同的工具达成目标的能力，当加入政策工具的变量之后，将政策工具作为 X 轴、政

策主体作为 Z 轴，可以识别工具－主体之间的交叉关系。通过 SPSS 进行交叉分析，社会组织政策涉

及的发布主体较为多元，因此主要选用发布政策较多的主体: 民政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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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政策工具 ( X) －主体 ( Z) 维度分布情况

院办公厅、人社部、国家发改

委。图 4 是交叉分析得到的最

终频数和频率的数据结果。
根据图 4 可以发现，不同

主体所使用的政策工具仍然集

中在强制性工具，激励性工具

次之。民政部使用强制性工具

最多 ( 301 次) ，税务总局使用

的比例最高 ( 64. 1%) 。对于激

励性工具而言，其中的财政类

工具是税务总局和财政部的专

业领域，因此这两大主体在这类政策中发挥较大的作用，税务总局和财政部经常与其他政府部门联合使

用财政类工具以激励社会组织的发展。税务总局使用社会性工具最少 ( 5. 1%) ，财政部使用最多

( 12. 8%) ，社会监督和社会评估主要是引入第三方机构，推动财政的透明度建设，因此社会性工具在财

政税收领域中十分必要。最后是自愿性工具，国务院办公厅 ( 22. 8%) 和国家发改委 ( 21. 7%) 运用较

多，尤其是内部治理类工具，税务总局 ( 2. 6%) 运用自愿性工具最少，这说明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家发

改委相对于其他主体，政策的强制程度相对较弱。
政策工具和政策主体的协同程度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总的来说，政策主体之间的合作可达到

结构协同的初步目标，而主体与工具的协调才能达到功能协同，需要依据具体的政策情况来实现

功能上的效用。

四、讨论与结论

文本作为公共政策的表征，使制定和运行公共政策的内在逻辑得以外显化。透过政策文本获得的

工具、主体、目标是社会组织政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三重维度也成为政策文本的分析框架。强

制程度是工具的主要分类特征，可据此将社会组织政策中的工具分为强制性、激励性、社会性、自愿

性四种类型。强制性工具强调政府通过强制性的管理或监督等措施直接参与社会组织的治理，激励性

工具是指政府通过间接性的资金、信息等措施间接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社会性工具是鼓励社会力量

参与社会组织建设，而自愿性工具强制性最弱，提倡社会组织自治和行业自律。通过对单一维度的社

会组织政策的结构特征进行分析发现: 其一，政策工具以强制性工具为主，激励性工具为辅，在历时

性上四种类型的政策工具一直呈现上升的态势，激励性工具趋于多元平衡，社会型工具严重不足; 其

二，政策网络存在核心－边缘结构，民政部居于绝对中心位置，国家发改委是次中心的位置，网络内

部形成多个协同治理的凝聚子群; 其三，政策目标与社会组织的工作方针相契合，强调管理监督和培

育发展并重。政策工具－政策目标维度的交叉分析发现，强化管理目标运用激励性工具较少，而培育

发展目标、社会治理目标使用激励性工具较多，简政放权目标运用社会性工具较多。政策工具－政策

主体维度的交叉分析发现，民政部所颁布政策的工具强制性最高，财政部次之，国家发改委、国务院

办公厅等强制程度最弱。
基于以上研究发现，在政策工具选择视域下社会组织政策可以在以下两方面进行优化:

一是适配均衡。这包括政策工具的均衡发展及其与政策目标的适配性。社会组织政策的不均衡体

现在同种类型的工具内部和不同类型的工具之间，政策工具的均衡发展应考虑数量上的结构层面和需

求上的功能层面。在数量上应增加社会性工具和自愿性工具的比重，两者的强制程度较低，有利于提

升社会组织治理的主动性和创新性。为避免结构上的机械增加数量，功能层面的实际需求也应考虑，

社会组织的发展策略可根据时代环境和社会背景进行调节。同时政策目标是政策工具选择的现实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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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政策工具是解决特定社会问题达成政策目标所采用的具体手段，对政策效果的评价离不开对政策

目标与政策工具的适配性考察。从总体来看，应该提高社会性和自愿性工具的使用比例，尤其是在社

会治理和简政放权目标中，以此来激活社会组织发展的活力。同时在培育发展政策上应加强激励性工

具的运用。
二是协同治理。协同包括多元主体之间的结构协同和主体与工具的功能协同两层涵义。多元主体

的协同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发展路径，社会组织的协调发展取决于核心主体的力量和参与主体间的协同

能力。行为者的集合体就是政策共同体，政策共同体可以被看作一种具体的政策网络。民政部作为社

会组织的主管部门，继续发挥其在政策网络中的核心作用，积极与其他主体建立协同治理关系，加强

和引导社会组织的发展。虽然目前社会组织政策的发布主体较为多元，但所形成的社会网络密度较

低，不同部门之间的协同程度较低。其次是政策主体与工具之间的协同度，目前社会组织政策应该警

惕强制性工具的过溢风险，以税务总局为代表的主体应该加强社会性工具和自愿性工具的使用。总

之，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合作和配合，并充分调动和共享不同的资源，综合运用

各种手段来实现。
本文主要采用的“工具论”视角仍值得拓展: 一是政策工具研究归属于类型学的范畴，类型学

中的典型问题就是分类很难穷尽，需要注重非正式工具的重要性; 二是政策工具理论过于关注应用层

面，而忽视功能阐释层面，尤其需要重视政策环境的复杂性。另外，对于社会组织政策文本的研究属

于一种“前台”研究，未来研究应打开政策 “黑箱”，向政策 “后台”拓展，将社会组织政策研究

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进程中，从而从整体上分析和把握由社会组织政策的基本要素所组成的

动态系统。

Adaptive Equalization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the Choice of Policy Tools

—Research Based on Social Organization Policy Text

Wang Yanlong，Liu Yezi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and decline of Chinese social organization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xternal
policy environment． The text of social organization policies as the  foreground content presents the policy
logic， means， and goals of the policy subjects． In the research of public policy texts， the choice of policy tools
is the research focus，and actors choose policy tools based on policy goals． With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social
organization policy texts， our research finds that policy tools are mainly mandatory， supplemented by
incentives; policy goals emphasize both management supervision and cultivation and development; policy
networks have multiple subjects and cooperative governance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a cross-analysis，we find
that there are problems of adaptability and synergy between policy tools，policy objectives and policy subj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hoice of policy tools， we suggest adopting adaptive equilibrium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o optimize social organization policy．

Key words: social organization，policy text，policy tools choice，adaptive equalization，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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